
今天我跟日本 NHK 的年轻导演一块吃
饭。 为什么苍井空能够在中国大陆这么走
红？ 在他看来，苍井空在日本只是一个小牌
明星而已。 而到中国大陆据说有千万粉丝，
而且苍走红的程度、被大家追捧的程度让他
作为一个日本人觉得很奇怪。 这个问题提出
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如果说我对她产生好
感，最初是因为听到她讲的一句话，当别人
在网上有关于她职业讨论的时候她有一句
话：我在镜头前脱光了，只是为了生存，而很
多人穿得衣冠楚楚却充满野心和欲望。 我当
时就觉得，这个女孩挺不简单的。

可以类比的是另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女
演员———舒淇，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演员她
是很优秀的。 舒淇前段时间出了一件事，既
让我觉得痛心，又觉得不仅舒淇自己，我们
大家也要反思。 因为赵文卓和甄子丹在网
上的争论，舒淇发表了一些言论，引得惹火
上身， 有人把她当年拍的三级片图片放到
了网上。 据我所知，舒淇拍的三级片比起苍
井空的作品其实也不算什么。 苍井空早年
拍三级片到现在她可以非常坦荡的面对 ，
把这个事情当做自己演艺道路中并不需要
回避的一段经历。 可是当别人把舒淇过去
的照片登出来以后，可怜的舒淇，精神几乎
濒于崩溃。

要我来说，舒淇过去是拍了一些今天看
来不是那么艺术，不是那么体面的作品。 在
这个方面， 舒淇本来不应该有什么的负罪
感，因为她做这个工作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一

种坚持，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至少她这个职业
也是一种劳动，没有弄虚作假，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就像苍井空一样，那舒淇为什么要把这段经历变得感
觉特别难以启齿，而且这种情感的反映可以说是压垮
了自己。

我觉得这个不仅舒淇需要反醒，而且也是中国这
个社会需要反醒。 我们经常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给
一个被认为是低贱的行业非常大的歧视。 在我看来，
要判断一个行业的高低贵贱只有一条底线，就是你这
个职业有没有伤害别人，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伤害其
他人。 有的职业，比如在网上看到几个穿制服的城管
把卖东西的小贩打得满地乱滚，这样的工作中伤害了
弱者，用暴力的行为对待无辜的人，在我看来这样做
的事情真正应该感到脸红，非常的不道德。 反倒是像
拍三级片这样的事情，摆到台面上来看也没有伤害到
任何的人，只要社会有这个需求，每一个人可以根据
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内心选择去干这个事情。

在这件事上， 为什么日本能够产生一个苍井空
走红了中国， 而中国的舒淇在自己的土地上却遭到
了这样的待遇， 而且她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
精神压力， 除了我要祝愿舒淇的内心更加强大。 同
时，我们的社会也需要反省，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加
自由、 宽容和在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上尊重不同人生
选择的价值观。

（摘自《长江商报》4.22 郭宇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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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

1958 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
清的大学。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 15 年全民
都成为大学生。 同年 9 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
办法办工厂、办教育。 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
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
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 将来出来，
既是大学毕业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
义的一个条件。

始终走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
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 河南省登封县一
个乡 6 个月就宣称“普及了大学教育”，全乡院办了各种
学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钢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
院、共产主义大学和工、农、水、林、医等 12 所大学外，还
提出了“人人学、个人抓、超过北大和清华”的口号。 河南
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
个大学有 10 个系，共有学员 529 人。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
时 ，明确指示 ：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 ：学校 ，工厂 ，农

场， 研究所，
农业局 。 如
能挂十几块
牌 子 则 更
好 。 教授要
按所种作物
的 产 量 评
级，亩产 1000 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 斤的四级，3000
斤的三级，4000 斤的二级，5000 斤的一级。 按照“大理论
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
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
士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盲目发展， 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
律，超过了国家经济和办学条件的负担能力，影响了教
育质量。 使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状态。 由于缺乏必要的经
济条件与其他客观条件，主观上又盲目冒进，
结果兴办的只是一批 “运动学校 ”，而无多少
实际教育效果。 （摘自《文史天地》 张鸣/文）

王富洲：74 岁，河南西华人，著名登山家，曾任中国
登山队党委书记。 现居北京。

外交斗争 “逼上珠峰”
王富洲回忆， 攀登珠峰的主意， 是苏共中央提出来

的。那时苏联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得比较好，可他们没有
8000 米以上的高峰， 鉴于中苏之间特殊的友邻关系，苏
联提议，两国共同组队攀登珠峰。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境，对于珠峰的归属，
当时中尼双方存在争议。划界谈判时，中方提议将边境线
划在珠峰顶峰，但尼方认为珠峰完全在尼泊尔境内，与中
国无关。

王富洲介绍说，珠穆朗玛在藏语中意为“大地之母”，
在尼泊尔，人们把她叫做“萨加马塔峰”，西方人则称之为
“埃非勒士峰”。中方曾建议给这座山起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做“友谊峰”，但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
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 ”

1953 年 5 月 29 日，39 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和
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成为历史
上第一支成功登顶的队伍。 正是丹增·诺盖的这一创举，
成了尼方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并且，当时尼泊尔是印度
的附属国，印度人一度叫嚣，中国人从来没有登上过珠穆
朗玛峰，珠峰根本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范围。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 使得中国攀登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庄严的使
命。

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人可谓“逼上珠峰”。
按照中苏双方约定，两国于 1958 年选拔队员训练队

伍，1959 年正式攀登。 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王富

洲通过层层考核顺利入选。
意外变化 苏联人撤退

在香山接受了一段时间集训后， 王富洲和队友前往
苏联进行高山训练。 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展开， 可就在此
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 ， 中苏关系已逐步走向破裂 。
1960 年 7 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当时在中国的所有苏
联专家一夜之间全部撤退回国。

人员方面的困难还好办一些， 更大的困难在于物资
匮乏。 按照原来的约定，所有高山物资、装备和食品均由
苏方提供，苏方撤出后，这些东西就只能想办法去西欧购
买。由于欧美对华实施封锁，当时只能先从香港市场换回
外汇，再去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购买物资和装备。

三次行军 牺牲两人
1960 年 3 月，200 多人的队伍集结珠峰大本营，其中

包括 90 多名登山队员。
按照苏联人教的办法， 登山队计划步步为营逐渐适

应，分 4 次行军完成登顶。
第一次行军，登山队前进至 6400 米高度，沿途建立 3

个高山营地，并将物资和装备运到 6400 米。 完成既定任
务后，队员撤回大本营休整。适应性行军过程也是考察队
员体能和技术的过程。

第二次行军，登山队打通从北坳底部到顶端的“登山
公路”，在 7007 米建立营地。 不幸的是，来自兰州大学的
青年教师汪玑在此次行动中因高原反应牺牲了。

按照计划， 第三次行军的基本任务为侦察突击顶峰
的路线并建立突击营地， 如果条件成熟则相机而动直接
登顶。

然而行动过程中天气突变，虽然 3 名队员在 8500 米
建立了突击营地，但此次行动损失惨重，北京大学教师郭
子庆因高原反应牺牲， 全队共有 50 多人不同程度冻伤，
包括队长史占春在内的多名主力队员不得不抱憾退出。

面对这支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苦苦煎熬了两个多月的
登山队，时任前线总指挥的韩复东曾经考虑过次年再登，
但是，最终他们决定，重新组织队伍，再次投入战斗！

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 此时入选
第四次行军突击组，组长为登山队副队长许竞，队员还包
括刘连满和贡布。

为了表达必胜的决心， 已经没有退路的登山队员分
别写下遗嘱，王富洲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份遗嘱其实不像

遗嘱，除了表决心，对家人亲友几乎一句话没有。“那时就
一个心思，登顶！ ”

临危受命 冲刺登顶
第四次行军是从 5 月 17 日开始的。 6 天后，许竞、王

富洲、 刘连满和贡布 4 名突击队员到达 8500 米突击营
地，屈银华亦率运输队员随后赶到。

5 月 24 日上午 9 点多，4 名突击队员钻出帐篷，向顶
峰进发。 刚刚走出几十米远，许竞突然两次倒下。

没有时间犹豫， 只能赶紧让运输队员屈银华顶替许
竞参与冲顶，王富洲则作为事先确定的第一代理人，临危
受命担当突击组组长。

中午 12 点多，4 人来到“第二台阶”，这是一个高约
30 米的天险，平均坡度在 80 度左右。 他们发现，“第二台
阶”下半部分岩石上有一条裂缝，可容一人通过，从裂缝
中间爬上去之后是一段高约 6 米的峭壁，几乎直上直下，
而且光溜溜的无处下脚。 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攀爬能力
最强，他试着爬了几次都未能成功，“摔得够呛，体力消耗
也很大”。

王富洲说，最后还是刘连满想出了搭人梯的办法，屈
银华借助刘连满的托举，在岩石上砸进两枚冰锥，穿上保
险绳，并利用保险绳第一个爬上峭壁顶端。其他 3 人亦如
法炮制，成功突破“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的艰险远远超过他们此前的估计，他们
原本计划用 9 个小时登顶，可是光通过“第二台阶”就花
了 5 个多小时。而且，刘连满在此处耗尽体力无法继续前
行。在海拔 8700 米处，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将刘连满安
置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继续向顶峰进发。此时天色已
晚，3 人决定摸黑前进，根据天气预报，本轮好天气将于
次日结束，他们必须赶在风雪来临之前登顶下撤，而且他
们也没有携带扎营装备。

借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最后冲刺走得异常艰难，找
不到路线，只能用手摸索着往上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
食，3 人体力都下降得很厉害，有些地方完全是一寸一寸
爬上去的，从 8700 米到登顶，上升 100 多米花了 10 多个
小时。

登顶时间为 5 月 25 日凌晨 4 点 20 分，环顾四周，除
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无路可走，他们这才确信已经
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使命。

（摘自《京华时报》 欧钦平/文）

1960 年 中国“被迫”登顶珠峰

国民党溃退到台湾后，一系列动作下来，
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组织与运作，有了比大陆
时期更紧密的控制。 在蒋介石的权力日益巩
固的同时，他又重新走上神坛。

那个年代，台湾小学生的国文课本里，几
乎每一册，都有颂扬“总统”蒋介石的课文，在
这位“总统”身上汇集着“爱国”“忠勇”“自强
不息”“不怕劳苦”“光辉伟大”等种种光环，蒋
介石渐渐化身神明。那时，“蒋公像”陆续出现
在各个城市的广场中， 为了领袖形象的神圣
庄严，台湾当局专门制订了厚厚一大本的《总
统蒋公铜像制作办法》，“细致到半身铜像只
能做到三个扣子”。据统计，“蒋公”的铜像，在
台湾竟一度高达四万多座。

1972 年，蒋介石又要连任 “总统 ”，为了
营造“全国拥戴、万众一心”的气氛，政府举行
大学生朗诵比赛。 那时 20 岁的龙应台是个
“国语标准、声音优美”的大学女生，便负责了
朗诵，于是，她一遍又一遍用字正腔圆的北京
话朗诵着“领袖”“长江”“黄河”“长城”这样的
词汇，而每次高喊出“领袖”时，还要“配上激
越的手势、虔诚的表情、流动灵转的眼神”。龙
应台在《走过的路》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感情
真挚，我们的信仰诚恳，我们的动机纯洁，因
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最悲伤的黑暗就藏在那
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 ”

像龙应台这样，“糊里糊涂” 地爱着 “国
家”，爱着“总统”，几乎是那个时代共同的记
忆。 另一位台湾作家朱天心还记得在念高中
的时候，如果朝会唱“国歌”的时候看到有人
在讲话或者聊天，朝会结束，她就会去找他们
理论，甚至跟他们打架。 她说，“当时，我一直
很担心我们的老‘总统’会死掉，我觉得如果
他死了，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前
途了……”（摘自《看历史》第 4 期
刘永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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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期间公社也能办大学

那名。

人称孙逸仙博士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 其实从未
取得过博士学位，称他博士完全是以讹传讹。

1886 年秋， 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医学；
1887 年 9 月，再转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学
习。 1892 年 7 月，21 岁的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号
称成绩全校第一， 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为他颁发了毕业

证书。 而其实当年毕业生只有 2 人（1897 年
10 月， 与孙中山同时进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的华人青年共 13 人，经反复淘汰，到第 5 学
年，有资格参加毕业考试的只有 4 人，评分

结果，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人及格，孙中山居首）。
孙中山确实从未获过任何科目的博士学位， 他只是

香港西医书院的本科毕业生而已。“孙逸仙博士”的称谓，
流行于国内外数十年， 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
Dr.（英文简写，既可译作“医生”也可译作“博士”）误译所
致。

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但孙中山还是不失
为一位晚清名医 。 他行医的故事不少 ，其医德更有口
皆碑 。

（摘自《民国秘闻》 刘继兴著）

以讹传讹的孙中山“博士学位”

登上珠峰的王富洲（右一）、贡布（右二 藏族）、
屈银华（右三）

中国人是否具有民主的素质？ 这个问题几乎从 “德先
生”刚一来到中国就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从孙中山的“一
盘散沙 ”和鲁迅的 “改造国民性 ”，到柏杨的 “丑陋的中国
人”，再到韩寒的“开车不关远光灯”，“中国人素质低”几乎
成了定论。

国民素质与民主转型之间有着什么关系？ 针对这个问
题，国外学界有过系统的量化研究，比如“经济学人智库”一
年一度发布的各国“民主指数排名”。

这个名单中，比较有意思的信息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文
化”指标得分为 5.63 分，而总得分排在中国前面的印度，“政
治文化”得分才 4.38 分，比中国落后一大截。 甚至巴西、波兰
等新兴民主国家，其“政治文化”得分也低于中国。 刚刚把普
京送上总统宝座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得分仅 3.13，远远低
于中国。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那些有制度硬
件、在“选举程序”上得分比较高，但“政治文化 ”得分过低
的国家，大多发展得不太健康。 印度就是一例。 这大致符
合我们的常识 ：仅仅有套选举程序 ，但国民素质跟不上 ，
民主制度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但是，这个研究也显示出
另外的信息：“政治文化 ”得分低，并不必然成为民主的障
碍。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低，主要还是制度原
因，而非文化问题。 以“素质低 ”作为民主缓行的理由，无
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 恰恰相反，“政治文化”得分高指向
的是改革的迫切性。 突尼斯的“选举程序”和“政治文化”得
分分别为 0 分和 5.63 分，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制度
和政治文化上的得分也都呈现出类似的格局。 “政治文化”
得分相对较高，说明国民的民主诉求较强烈，而政治制度上
如果不给这种诉求提供任何表达机会，当然就会带来危机。

将“民主指数排名”的各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还可
以清楚地看出，至少一般而言，民主程度越高，政府越有效
率。

（摘自《南都周刊》2012 年第 15 期 薛涌/文）

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 葡萄之类的水果时，
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 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
“不许挑！ 不许挑！ ”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
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
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
一些地方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
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 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
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人类历史
的长河中，有些地方的治理之道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其
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
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
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
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 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
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
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
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 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
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 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
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
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
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
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
求。 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
的皇帝用金制物品， 他要求以黄
铜代之，“朕本农夫， 深知民间疾
苦”。 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
娼 ，罪亚杀人一等 ”，贪污六十两
银子，就剥皮实草。 他对地方官员
的 “截访 ”行为也深恶痛绝 ，认为
应当给民众申冤开绝对的绿灯 ，
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 被他发
现后，阉之为奴。 他还要求各乡各

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
幼、长幼有序。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
起了。 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
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
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
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
用者。 权力和道德捆绑古已有之，洋亦有之。

（摘自《南方周末》 刘瑜/文）

权力的道德捆绑 毒胶囊事件爆发数日，“皮鞋很忙”的段
子火了，“胶囊新吃法”的帖子火了，“衡水阜
城县副县长”的官腔火了，围观了各种“火”
之后，公众的心只能是越来越冰凉：当治病
的药变成了“致病”的药，我们身处的这个社
会到底还有什么不可能？

在浙江新昌县儒岙镇，部分药用胶囊生
产商对工业明胶铬超标的事实心知肚明，在
新昌县做药用胶囊的厂家圈内，大量的工业
明胶通过地下链条暗中销售和使用已是公
开的秘密。 既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那么
为什么不见监管部门出手？

实在无意于去批评底层民众 。 但又不
得不说 ，“底层沦陷 ”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
了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乳制品行业
中，往原奶中添加各种 “辅助剂 ”的奶农们
都是底层劳作人民 ，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
里 ，底层人民都有着天然的 “道德优势 ”，
但是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添加剂对人体的
危害 ，在利益的追逐下他们一样可以抛开
道德与良心的约束 。 毒胶囊事件中 ，从皮
革厂到明胶制造厂再到药企 ，那些生产车
间的底层工人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些
“烂皮革 ”的去向与用途 ，他们依旧 “默默
无闻 ”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养家
糊口 。 底层的 “沉默 ”与 “不作为 ”，一方面
可能源于他们对社会监管已经丧失了信
任 ，另一方面可能源于他们 “心存侥幸 ”，
他们笃信这些 “毒胶囊 ”不会流入自己口
中 。那些生产 “染色馒头 ”的人们不是从来
不吃自己制作的馒头么 ？

在毒胶囊失守的所有链条中，“底层沦
陷”可能是最不应该被提及的。 与药监部门
“只提惩处药企不提问责自身”的姿态相比，
质疑“底层沦陷”反而有些无力。 但无论如
何，生活在一个免于“食品和药品安全恐惧”

的环境里，这是每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尊严。最
让人担忧的是，每一起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责
问了厂商的职业沦陷、 追问了政府监管部门监管的
乏力之后， 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似乎成了一道无解
的难题。

或许，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颗毒胶囊。那颗毒胶
囊便是，我们丧失了对良心最起码的敬畏与坚守。这
与我们的职业、地位无关，无论你是监管部门的高官
还是小作坊里的工人，如果抛弃了对良心的敬畏，那
么我们都是一颗毒胶囊。

（摘自《青年时报》4.23 陈方/文）

或
许，

每
个
人
心
底
都
藏
着
一
颗
毒
胶
囊

在小学一年级
语文考试中 ， 上海
一名小学生在回答
“如果你是孔融 ，你
会怎么做？ ”题目时称“我不会让梨”，被老师打了大大的
叉。 该名学生表示，4 岁的孔融不会这样做， 才这样写答
案，并坚信没有答错。

在标准答案的绑架下， 语文这一自由且极富想象的
认知学科变得僵硬而逼仄。 而这种僵硬和逼仄，又是简单
粗暴的意识灌输和道德捆绑所造成的。 当自由想象的空
间开始泯灭， 那么任何脱离标准答案的解答都会被判上
否定的红叉。 解放想象力、开放表达的自由空间，似乎是
老调重弹的命题，若教育理念不开放，若过度的意识灌输
不退出教育领域，再多的阐释也等于徒劳。

小学生质疑四岁小儿不可能做出让梨的行为， 何错
之有？ 用所谓神童来作为道德启蒙的样本，会不会过于虚

无缥缈和遥不可及？在
社会道德处于堕落边
缘的时代，或许我们更
需要接地气的道德榜

样，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神像和神话式的说教。 沉迷于
制造道德神话的社会，除了体现极度的道德自卑之外，何
尝又不是道德迷失的体现。

因此，道德教育也要尊重常识和常态，否则难免制造
出一年级小学生“孔融是否会让梨”的困惑。 在道德神像
林立的土地上，道德只能成为仰视和膜拜的东西，而不能
化为切身的体验和感受； 在道德被赋予正确答案的考卷
上，从内心而言，恐怕任何懂得常识、独立思考和提倡道
德自主的人们，都难免被刺眼的道德红叉所捆绑。 道德榜
样，不该成为道德说教者占据的俯视众生的高地，而是文
明社会前进的灯塔。

（摘自《重庆时报》4.20 时言平/文）

僵化教育下的道德红叉

国人的民主素质并不差


